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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藓: 一类具有重要生态、经济和科学价值的碳封存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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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最严峻的环境挑战。有效控制碳排放, 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

重要手段。作为碳封存能力最强的一种湿地类型, 泥炭地是加快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陆地生态系统。作为泥炭地“有效

的生态系统工程师”, 泥炭藓(Sphagnum)在泥炭地的碳汇功能、过滤淡水及保护土地免受洪水侵袭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100多年来, 泥炭藓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污染监测和废水处理等领域, 尤其是作为一类最值得信赖的土壤介质和保

湿材料一直被广泛用于园艺产业。在全球气候变暖和“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 泥炭藓已经成为生命科学和生态学研究的

热点。该文主要从泥炭藓的形态、物种多样性和起源、生境与分布、繁殖和保护、培养与种植、环境指示和监测、用途和

应用, 以及碳封存、储水和酸化能力等方面进行综述, 旨在为泥炭藓研究、泥炭地的保护和恢复以及泥炭藓开发利用和产

业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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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低氧、低pH值、低营养供应、低温以及特殊

的“酶栓”机制, 泥炭地(peatland)是最大的天然陆地

碳库(Gorham, 1991; Freeman et al., 2001)。尽管泥

炭地仅占全球陆地表面积约3%, 但其储存的碳占全

球土壤碳的约1/3, 为世界森林储碳的2倍。因此, 泥

炭地被认为是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最有效的陆地生态

系统(Crump, 2017; Xu et al., 2018)。然而, 人类活动

等因素导致全球泥炭地面积缩小, 碳汇功能严重退

化。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全球泥炭地倡议, 

强调农业、林业、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等对泥炭地的

干扰是对气候的极大威胁(Crump, 2017)。因此, 加强

对泥炭地的生态保护迫在眉睫。 

泥炭地的主要组成部分泥炭藓(Sphagnum, peat 

moss), 在我国也称水苔或海花草, 是一类具有独特

形态、生理、生物化学和发育特性的苔藓植物, 被誉

为泥炭地“生态系统工程师”, 具有独特和不可替代

的生态价值, 对生态系统维持和全球气候调节至关重

要(Van Breemen, 1995; Rochefort, 2000; Beike et 

al., 2015)。泥炭藓虽然个体很小 , 但覆盖了超过

1.5×108 hm2的地球陆地表面 , 占陆地面积的1% 

(Whitaker and Edwards, 2008; Beike et al., 2015)。

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泥炭来自泥炭藓, 它们占陆地碳储

量的10%–15% (Clymo and Hayward, 1982)。 

由于泥炭藓具有超强吸水能力和一定的抗菌消

炎功效, 100多年来, 无论是干燥的还是被分解过的

泥炭藓, 一直广泛用于园艺产业, 成为最有经济价值

的一类苔藓植物(Gaudig et al., 2017)。2017年, 智利

干泥炭藓出口量超过3 500 t, 并成为智利位居第2的

非木材林产品(León et al., 2019)。 

无论从有生命力的和凋亡的生物量考虑, 还是从

经济和生态价值考量, 泥炭藓无疑是地球上最重要的

植物之一(Clymo and Hayward, 1982)。在全球气候

变暖的背景下, 对泥炭地的研究成为热点, 而首要前

提是了解泥炭藓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欧盟于2012

年启动了泥炭藓克隆计划(Moss clone project), 旨在

利用无菌培养技术, 通过生物反应器培养并获得生化

背景一致的泥炭藓, 用于大气污染监测(Beike et al., 

2015)。美国也启动了泥炭藓基因组计划(Sphagno-

·特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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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推动开展泥炭藓生态和进化研究(Weston et 

al., 2018)。德国等国家正在着力推进泥炭藓种植

(Sphagnum farming), 用可再生的泥炭藓替代传统

泥炭, 研发高端农业基质, 旨在为引领未来世界农业

和园艺发展奠定基础(Gaudig et al., 2014; Krebs et 

al., 2018)。上述研究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科学家对

泥炭藓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泥炭藓的形态和特性、

物种多样性和起源、气候变化和污染监测、培养和种

植、应用及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综述和展望, 以期为

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并推动我国对泥炭藓的研究

和相关产业发展。 

1  泥炭藓的形态 

泥炭藓是一类形态非常独特的苔藓植物, 曾被独立为

泥炭藓门(Sphagnophyta)。这类植物具有明显的配子

体和孢子体特征, 且配子体主茎的顶端常呈头状。在

形态上, 泥炭藓具有3种二型性: (1) 细胞的二型性: 

透明细胞(hyalocyst)与绿色细胞(chlorocyst); (2) 枝

的二型性: 展枝(spreading branch)与垂枝(pendent 

branch); (3) 叶的二型性 : 茎叶(stem leaf)与枝叶

(branch leaf) (图1A–E)。泥炭藓配子体最显著的特征

是其叶片由大型的透明细胞和小型的绿色细胞构成, 

2种细胞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单层的细胞网络。透明

细胞也称储水细胞, 呈S形或菱形, 缺乏叶绿体, 其

细胞壁(特别是在枝叶细胞中)具有螺纹加厚和水孔, 

除执行储水、导水和支撑功能外, 还能为甲烷氧化菌

和蓝细菌等微生物的共生提供生存场所(Kostka et 

al., 2016)。绿色细胞呈线形, 含丰富的叶绿体, 主要

行使光合作用的功能。泥炭藓配子体常有展枝与垂枝

的分化。展枝是发散生长的侧枝, 1个或几个聚在一起

形成枝簇; 而垂枝非常纤细, 紧贴茎呈悬垂生长, 主

要负责水和营养物质的运输。在展枝与垂枝高度分化

的种类中, 垂枝几乎失去光合能力。茎叶和枝叶除形

状和大小有差异外, 其透明细胞的结构也有差异。枝

叶的透明细胞常有螺纹加厚和水孔, 而茎叶的透明细

胞则没有(Daniels and Eddy, 1985)。干旱环境中的泥

炭藓通常比潮湿环境中的具有更多、更大的透明细胞, 

使其能在栖息地干涸的时候保持更多的水分(Wagner 

and Titus, 1984)。 

尽管苔藓植物缺乏真正的根, 但通常具有单细胞 

 
 

图1  泥炭藓的二型性 

(A) 野生居群(bar=4 mm); (B) 细胞的二型性: 透明细胞和绿

色细胞(bar=10 µm); (C), (D) 叶的二型性(bars=200 µm): (C) 

茎叶; (D) 枝叶; (E) 枝的二型性: 左边箭头示展枝, 右边箭头

示垂枝(bar=3 mm)。凭证标本为朱瑞良20181128-100 (HS-

NU)。 

 
Figure 1  Dimorphism of Sphagnum palustre 
(A) Native population (bar=4 mm); (B) Dimorphism of cells: 
hyalocyst and chlorocyst (bar=10 µm); (C), (D) Dimorphism of 
leaves (bars=200 µm): (C) stem leaf; (D) branch leaf; (E) 
Dimorphism of branches, spreading branch (left arrow) and 
pendent branch (right arrow) (bar=3 mm). All from voucher 
specimen RL Zhu 20181128-100 (HSNU). 

 

或多细胞的假根。一般认为, 泥炭藓的原丝体和幼小

的配子体能产生假根(Daniels and Eddy, 1985), 但

其成熟配子体却不具有假根, 原因可能与其对湿地环

境的适应有关, 确切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 

泥炭藓的孢子体缺乏蒴柄, 在其孢子体成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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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迅速伸长的假蒴柄(pseudopodium)执行蒴柄的功

能(图2H); 孢蒴缺乏蒴齿, 其孢子的释放是通过孢蒴

中部收缩, 产生高达200–500 kPa的气压弹开蒴盖完

成。泥炭藓孢蒴释放孢子时会产生在动物中常见的涡

流环(vortex rings), 实为奇特。泥炭藓在全球的广泛

分布可能与这种特殊的孢蒴开裂方式有关 (Nawa-

schin, 1897; Whitaker and Edwards, 2008)。与多数

藓类植物一致, 泥炭藓的孢子体也具有气孔, 但气孔

的2个保卫细胞之间并无真正的孔, 因而被认为是一

种假气孔(pseudostomata), 其功能与气体交换关系

不大 , 而可能与泥炭藓孢蒴特殊的开裂机制有关

(Duckett et al., 2009; Merced, 2015)。泥炭藓的孢子

很小, 直径仅1742 µm (Cao and Vitt, 1986; Glime, 

2020), 为四面体结构(图2A)。微小的孢子和孢蒴独特

的 开 裂 方 式 有 助 于 泥 炭 藓 实 现 长 距 离 传 播

(Sundberg, 2002, 2013; Whitaker and Edwards, 

2008)。泥炭藓的孢子寿命非常长, 我国学者发现, 在

长白山哈尼泥炭地埋藏了近170和680年的孢子仍然

具有萌发能力, 由此推断在合适的保存条件下, 泥炭

藓孢子至少有数百年的寿命(Bu et al., 2017)。泥炭藓

孢子的超长寿命不仅与泥炭藓孢子缓慢的代谢速率

和其具有高能量有关, 也与泥炭地酸性和贫瘠营养条

件下极其缓慢的分解速率有关。 

2  泥炭藓属植物物种多样性和起源 

苔藓植物由苔类、藓类和角苔植物三大类群或3个门

组成, 约有21 000种, 我国约有3 500种。尽管苔藓植

物3个门之间以及与维管植物的系统关系尚存争议, 

但依据转录组和全基因组数据的系统发育研究支持

苔藓植物是一个单系(Puttick et al., 2018; One 

Thousand Plant Transcriptomes Initiative, 2019; Li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20)。泥炭藓属于藓类植

物, 隶属于泥炭藓纲泥炭藓科。泥炭藓是苔藓植物广

义泥炭藓属(Sphagnum)植物的总称, 除南极洲外, 

其它大陆均有分布(Rydin and Jeglum, 2013; Shaw 

et al., 2016b)。广义泥炭藓科仅含1个属, 即泥炭藓

属。2019年出版的《世界泥炭藓》接受广义泥炭藓属

有291种, 包括亚洲产84种, 欧洲产56种, 大洋洲产

18种, 美洲产231种, 以及非洲产41种(各洲均有共有

种) (Michaelis, 2019)。Costa (2021)对巴西泥炭藓的

最新分类修订确认巴西有70种, 其中半数以上(44种) 

 
 

图2  泥炭藓的生活史 

(A) 孢子(扫描电镜, 近轴面); (B) 丝状原丝体; (C) 叶状原丝

体; (D) 配子体(雄株); (E) 精子器; (F) 配子体(雌株); (G) 颈卵

器; (H) 孢子体(含孢蒴基部残留的颈卵器) 

 
Figure 2  Life cycle of Sphagnum palustre 
(A) Spore (proximal view from scanning electron micro-

scope); (B) Filamentous protonema; (C) Thalloid protonema; 

(D) Male gametophyte; (E) Antheridium; (F) Female ga-

metophyte; (G) Archegonium; (H) Sporophyte (with an ar-

chegonium unfertilized at the bottom of capsule) 

 

被认为是巴西特有。巴西成为目前世界泥炭藓物种最

多的国家, 而美洲和亚洲无疑是泥炭藓属的主要现代

分布中心。分子系统学证据支持从广义泥炭藓科分出

绢炭藓科 (Flatbergiaceae) (1属 2种 )和珠炭藓科

(Ambuchananiaceae) (2属2种), 与狭义泥炭藓科构

成泥炭藓目(Sphagnales)和泥炭藓纲(Sphagnopsi-

da)。泥炭藓可能代表一个结构古老的谱系(Cardona- 

Correa et al., 2016), 泥炭藓纲是藓类植物继藻苔

(藓)纲(Takakiopsida)支系后最早分化出来的第二大

支系(Shaw et al., 2010a, 2016b; Liu et al., 2019)。

通过对9个泥炭藓纲植物的转录组序列进行分析 , 

Devos等(2016)发现泥炭藓纲祖先曾发生多次大规模

的全基因组重复事件, 并认为最后一次全基因组重复

可能是泥炭藓类植物物种多样性分化的一个重要因

素, 促进其在泥炭地形成生态优势。据推测, 泥炭藓

起源于北半球, 随后经历了多次向热带和南半球地区

的扩张(Shaw et al., 2019)。泥炭藓可能有128–319

百万年的历史, 但基于质体、线粒体和核基因组的核

苷酸序列分析表明, 泥炭藓大多数物种是近期起源的

(7–20百万年) (Shaw et al., 2010b)。根据2016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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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威斯康星州发现的泥炭藓化石所鉴定的地质年

代, 显示泥炭藓谱系的年龄更加古老(460–607百万

年) (Cardona-Correa et al., 2016)。遗憾的是, 由于

苔藓植物化石稀缺且鉴定难度较大, 以及现有转录组

取样不足, 包括泥炭藓在内的多数苔藓植物谱系的起

源和分化时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有待深入研究。最

近, 依据对12个来自欧洲泥炭藓的完整核、质体和细

胞器基因组的分析, Meleshko等(2021)提出了泥炭藓

进化历史的假设。当泥炭藓物种开始多样化时, 其有

效种群规模很大, 新兴物种之间的基因流动广泛, 导

致物种之间存在大量的共享多态性。随后, 由于快速

气候变化形成的不同栖息地和全基因组重复事件, 促

使其快速多样化, 生殖隔离和/或限制基因流动导致

当前的物种具有多样性。 

泥炭藓属的配子体是单倍体(n=19), 但泥炭藓属

的多倍体物种并不少见。在已完成染色体调查的物种

中, 有近1/3的种出现二倍体现象, 有约20%或更多

的泥炭藓物种可能会杂交, 且多数产生异源多倍体

(Fritsch, 1991; Meleshko et al., 2018; Glime, 2020)。

对19种欧洲泥炭藓在野外随机取样并进行无菌培养, 

通过流式细胞仪分析发现有4个是二倍体, 其余均为

单倍体(Heck et al., 2021)。Kyrkjeeide等(2019)报道

了北半球首个异源三倍体物种, 且该异源三倍体被证

实是2个亚属之间起源。杂交、多倍化以及沼泽环境

造成的形态可塑性给泥炭藓属物种界定带来了极大

的困难。越来越多的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 现有的泥

炭藓属物种界定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例如, 几个广布

种(如泥炭藓和中位泥炭藓(S. magellanicum))在系统

发育上展示出多个不同的谱系现象(Kyrkjeeide et al., 

2016; Hassel et al., 2018); 曾被认为是世界广布的

中位泥炭藓实际上是一个复合群, 而狭义的中位泥炭

藓仅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Hassel et al., 2018), 我国

和世界其它地区的中位泥炭藓有可能是神奇泥炭藓

( 新拟名 ) (S. divinum) 或中型泥炭藓 ( 新拟名 ) 

(S. medium) 。喙叶泥炭藓复合群 (S. recurvum 

complex)被认为是单个形态多变的广布种或能被区

分为0–6个独立的种。基于RADseq分析, 该复合群被

划分为7个种, 分别为小叶泥炭藓(S. angustifolium)、

单束泥炭藓(新拟名) (S. balticum)、假泥炭藓 (S. 

fallax)、喙叶泥炭藓(S. recurvum)、平头泥炭藓(新拟

名) (S. flexuosum)、舌叶泥炭藓(S. obtusum)和太平

洋泥炭藓 (新拟名 ) (S. pacificum) (Duffy et al., 

2020)。依据近期对泥炭藓物种的界定, 基于美国明

尼苏达产2种泥炭藓材料所测定的全基因组序列, 有

可能都不是真正的假泥炭藓和中位泥炭藓。目前究竟

有多少种泥炭藓尚属未知, 最新估算全球泥炭藓属有

250–450种(Shaw et al., 2016b)。泥炭藓分类鉴定困

难以及物种数量的不确定性表明, 无论是泥炭藓分类

研究起步很早的欧洲和北美, 还是缺乏深入调查的非

洲和亚洲, 泥炭藓属确切的物种多样性和分布有待进

行全球尺度的深入研究。 

尽管林奈早在1753年就命名了世界上首个泥炭

藓, 但直到1892年我国才有泥炭藓的报道。我国最早

记载的泥炭藓是白齿泥炭藓(S. girgensohnii)和羽枝

泥炭藓(S. subnitens), 其凭证标本由法国传教士JM 

Delavay在我国云南采集(Bescherelle, 1892)。陈邦杰

和黎兴江(1956)初步报道了25种泥炭藓在我国的分

布。1994年出版的《中国苔藓志》(第1卷)确认我国

共有37种(黎兴江, 1994)。1999年出版的《中国藓类

植物志》(英文版)报道了46种(Li and He, 1999)。中

国生物名录记载我国泥炭藓属(广义)包含46种(王利

松等, 2018)。据最新统计, 我国目前有泥炭藓纲植物

2科(泥炭藓科和绢炭藓科) 2属(泥炭藓属和绢炭藓

属), 共约50种。绢炭藓属在我国仅有1种, 即丝光绢

炭藓(Flatbergium sericeum), 分布于云南和台湾。而

泥炭藓属在我国分布广泛, 且多数为跨洲际分布的广

布种。多纹泥炭藓(S. multifibrosum)和刺叶泥炭藓(S. 

pungifolium) (黎兴江, 1984, 1993; Li and He, 1999)

是我国学者黎兴江发表的新种, 前者近期被列入我国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后者只有模式产地云南贡山有记

录。由于我国泥炭藓研究主要记载于20世纪出版的

《中国苔藓志》, 限于当时的科研条件和研究方法以

及采集标本不完全, 我国确切的泥炭藓物种多样性和

分布未能确定, 有待在全面深入的野外采集标本基础

上结合形态和分子系统学开展整合分类学研究。 

基于流式细胞术估算泥炭藓属的基因组大小在

种间相对一致。奥地利产26种单倍体泥炭藓物种的基

因组大小为0.392–0.506 pg, 而4个二倍体种(包括2

个泥炭藓变种 )的基因组大小为0.814–0.952 pg 

(Temsch et al., 1998)。目前2个泥炭藓的全基因组已

经完成测序, 其序列被允许有限使用(http://phytozo-

me.jgi.doe.gov/), 目前正在开展染色体水平的拼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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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位泥炭藓”组装后的基因组大小为487.8 Mb, 

而“假泥炭藓”只有396 Mb (Shaw et al., 2016b)。

泥炭藓全基因组序列有望为植物的生态和进化基因

组学研究提供新模型。 

3  泥炭藓的繁殖和生活史 

与种子植物不同, 苔藓植物雌雄异株的物种多于雌雄

同株。在藓类植物中, 约有68%的物种为雌雄异株

(Hedenäs and Bisang, 2011)。该比例在泥炭藓属中

似乎更高。Rydin和Jeglum (2013)认为约75%的泥炭

藓物种为雌雄异株。在《欧洲泥炭藓手册》描述的41

种泥炭藓中, 雌雄同株(含有时同株)只有9种, 而雌雄

异株有30种, 还有2种性别不清(Daniels and Eddy, 

1985; Laine et al., 2009, 2018)。《中国藓类植物志》

(英文版)描述了46种泥炭藓, 雌雄同株仅2种, 其余

均为雌雄异株或性别不清种类(Li and He, 1999)。 

与其它苔藓植物类似, 泥炭藓的生活史也是配子

体(图2D, F)占优势的世代交替。泥炭藓依靠孢子进行

有性生殖。以模式种泥炭藓为例, 1个孢蒴平均能产生

大约13万粒孢子, 孢子直径约25 µm (He and Zhu, 

2010); 将孢子在Knop培养基中培养, 通常1周左右

可萌发, 萌发后先长出圆形或椭圆形的单细胞萌发

管, 萌发管横向分裂形成2个细胞的原丝体, 基部细

胞纵向分裂, 细胞突出、伸长, 1–2周后形成更长的丝

状原丝体(图2B)和假根, 萌发管的顶端细胞进行斜向

分裂形成楔形的单层细胞团, 约5周后可看到叶状原

丝体(图2C), 约10周后从叶状体上可看到幼小的茎

叶体(未发表数据)。雌雄异株泥炭藓雄株的茎叶体可

分化形成无数精子器(图2E), 成熟后释放具有2根鞭

毛的精子; 雌株的茎叶体在1个雌苞内能分化形成多

个颈卵器(图2G)。泥炭藓的精子器比颈卵器发育早, 

但发育较慢, 通常在夏末开始, 一般持续2个月左右, 

而颈卵器到9月才开始发育, 约1个月完成发育。精子

器成熟后通常变成橘红色, 很容易与无性的植株区分

开。到12月或次年1–2月, 精子在风、雨或水的作用

下到达颈卵器, 与卵细胞完成受精, 受精后的合子进

一步发育成多细胞的胚, 胚进一步分化发育形成球状

的孢蒴和基足, 但蒴柄不发育。5–6月孢蒴形成后, 颈

卵器下面的配子体细胞迅速发育, 向上形成肉质状的

假蒴柄, 假蒴柄的发育方式与苔类植物蒴柄相似。部

分未受精的颈卵器也会随着假蒴柄的产生而向上抬

升, 残留在孢蒴的基部(图2H)。泥炭藓的蒴帽为膜质, 

在假蒴柄迅速伸长的过程中常被挤破, 多数情况下仅

能看到部分残留。 

虽然许多泥炭藓物种在夏季会定期生产孢蒴并

释放孢子 , 但有趣的是 , 在野外原丝体并不常见

(Anderson and Crosby, 1965)。Sundberg和Rydin 

(2002)将这种少见原丝体的现象归因于环境的磷浓

度较高, 通过对各种基质进行对比, 他们发现磷酸盐

的释放量是孢子成功萌发的决定因素。驼鹿粪便和桦

树的凋落物能增加孢子萌发的成功率, 但樟子松凋落

物对孢子萌发没有帮助。泥炭藓丝状原丝体的发育与

钾浓度有关, 在实验条件下丝状原丝体可通过增加钾

浓度而增加。由于野外泥炭地钾浓度较低, 野生的泥

炭藓一般只有叶状原丝体, 有时也在泥炭藓成熟的茎

上产生叶状原丝体(Schofield, 1985; Glime, 2020)。

在实验室培养条件下, 再生泥炭藓的茎能产生假根状

丝状体, Clymo和Duckett (1986)认为把它称为丝状

体似乎更合适, 因为这种丝状体的细胞具有叶绿体

(像原丝体), 但其细胞横壁通常是斜的(像假根)。依据

丝状体产生的位置和发育后期的形态特点, 这种丝状

体更像假根。与其它苔藓不同, 泥炭藓的假根可能需

要承担丝状原丝体(早期)和假根(后期)的双重功能。

我们正在研究丝状体对光、水、营养、重力和激素的

反应。 

除了有性生殖外, 在野外泥炭藓还通常通过破碎

的茎和脱落的枝和头部来完成繁殖。但与其它藓类植

物不同, 在培养条件下, 未见到叶片产生新的植物体

(Clymo and Duckett, 1986), 其再生主要来自与主茎

连接处附近分枝上的细胞群, 表明泥炭藓叶片的透明

细胞和绿色细胞的再分化能力极其有限。 

4  泥炭藓的生境和分布 

不同泥炭藓对光照、水分和营养要求不同, 多数泥炭

藓物种之间竞争较强烈, 并存在生态位分化。依据营

养的可获得性, 泥炭藓的生境可分为4类: 雨养(omb-

rotrophic)、贫营养(oligotrophic)、中营养(mesotroph-

ic)以及富营养(eutrophic) (Laine et al., 2009)。泥炭

地丰富的微生境为泥炭藓生长发育所需的水分和营

养提供了众多选择。依据对水分的需求, 泥炭藓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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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分为3类: 藓丘种(hummock species)、中间种

(intermediate species)和丘间种(洼地种) (hollow 

species, lawn species)。模式种泥炭藓是我国适应性

最广的物种, 同时也表现出很强的形态可塑性。在我

国东北富营养湿地生境, 扭枝泥炭藓(S. contortum)

和粗叶泥炭藓(S. squarrosurn)常和湿原藓属(Acroc-

ladium)、牛角藓属(Cratoneuron)、镰刀藓属(Drepan-

ocladus)、提灯藓属(Mnium)及泽藓属(Philonotis)植

物构成群落。亚洲广布的暖地泥炭藓(S. junghuhnia-

num)则常出现在低海拔到中海拔相对干旱的中营养

场所, 其在我国东南部多生长在林地边缘的岩石或土

上(图3D)。狭叶泥炭藓(S. cuspidatum)能在营养贫瘠

的酸性水中繁衍。在菲律宾棉兰老岛阿波火山高山湖

泊中发现的阿波泥炭藓(新拟名) (S. apopenneysii)为

典型的水生泥炭藓, 其茎叶在不同水位条件下形态差

异明显(Tan et al., 2018)。我国分布的长叶泥炭藓(S. 

 

 
 

图3  我国南方代表性泥炭藓生境 

(A) 高山湖泊周围湿地(云南高黎贡山, 海拔3 552 m; 各种泥

炭藓); (B) 森林河岸(四川达古冰川, 海拔3 597 m; 粗叶泥炭

藓); (C) 高山针叶林林下(云南高黎贡山, 海拔2 951 m; 刺叶

泥炭藓); (D) 林缘岩石(浙江凤阳山, 海拔1 270 m; 泥炭藓和

暖地泥炭藓) 

 
Figure 3  Representative habitats of Sphagnum in Southern 
China 
(A) Wetlands around alpine lakes (Gaoligong Mountain, 
Yunnan, 3 552 m; various peat moss); (B) Riverbank of for-
ests (Dagu glacier, Sichuan, 3 597 m; S. squarrosurn); (C) 
Understory of alpine coniferous forest (Gaoligong Mountain, 
Yunnan, 2 951 m; S. pungifolium); (D) Forest edge rock 
(Fengyangshan, Zhejiang, 1 270 m; S. palustre and S. 
junghuhnianum) 

falcatulum)也能耐受水生环境。 

尽管泥炭地是多数泥炭藓物种的主要栖息地, 但

高海拔的云雾林也是泥炭藓喜居的生境。高海拔较低

且开阔的树冠有更多的光线穿透森林内部, 加上频繁

且持续出现的云雾, 共同促进了泥炭藓的生长和繁

衍。我国云南贡山特有的刺叶泥炭藓就是这种生境的

代表种(图3C)。在我国和缅甸交界的一些山顶高山矮

杜鹃林中(通常高度不到1 m), 一些泥炭藓(如广舌泥

炭藓(S. russowii))能覆盖杜鹃的基部, 与小萼苔属

(Mylia)等苔藓植物形成独特的土壤保护层。在我国西

南一些高山湖泊周围, 由于常年多雾和积水, 泥炭藓

多样性也非常丰富 (图3A), 喜湿的密叶泥炭藓 (S. 

compactum)往往是营养贫瘠生境的先锋植物, 而广

舌泥炭藓、尖叶泥炭藓(S. capillifolium)和细齿泥炭藓

(S. denticulatum)则为这一生境的优势物种。被列入

我国野生保护植物的粗叶泥炭藓, 是东北泥炭地的习

见种, 在西南高山则主要生长在高海拔针叶林的溪流

旁(图3B)。 

与山地泥炭藓不同, 在北方泥炭地中, 多个泥炭

藓物种常常长在一起, 并与其它藓类形成稳定的群

落。在我国东北的泥炭地, 小叶泥炭藓(图4A, d)、锈

色泥炭藓(S. fuscum) (图4A, a)和阔边泥炭藓(S. 

warnstorfii) (图4A, e) 3个物种常与桧叶金发藓

(Polytrichum juniperinum)和赤茎藓(Pleurozium 

schreberi)等形成五彩斑斓的群落(图4A)。泥炭藓(如

中位泥炭藓)的红色被认为与其细胞壁内一种黄酮类

化合物sphagnorubin有关(Rudolph et al., 1977)。由

毛壁泥炭藓(S. imbricatum) (图4B, a)、神奇泥炭藓

(图 4 B ,  c )、阔边泥炭藓 (图 4 B ,  b )和皱蒴藓

(Aulacomnium palustre) (图4B, d)等构成的群落在我

国和欧洲的泥炭地十分常见(图4B)。在斯堪的纳维亚

和北美洲北部的泥炭地中, 甚至有20多种泥炭藓物

种在同一群落中出现, 而这种现象在其它植物中绝无

仅有(Shaw et al., 2016b)。在锈色泥炭藓占优势的泥

炭地, 总伴随食虫植物圆叶茅膏菜(Drosera rotundi-

folia) (图5)。Svensson (1995)对加拿大亚北极泥炭地

的圆叶茅膏菜和锈色泥炭藓进行3年施加氮肥实验, 

发现泥炭藓似乎用自己的方式来竞争有限的营养。施

肥除了促进锈色泥炭藓的生长, 也导致圆叶茅膏菜的

茎高、叶厚、叶数和单株叶干重适度增加, 但单株叶

面积却没有变化, 这意味着圆叶茅膏菜在施肥后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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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我国东北泥炭地的泥炭藓群落 

(A) a: 锈色泥炭藓; b: 桧叶金发藓; c: 赤茎藓; d: 小叶泥炭藓; 

e: 阔边泥炭藓(凭证标本为马晓英等20210815-21 (HSNU)); 

(B) a: 毛壁泥炭藓; b: 阔边泥炭藓; c: 神奇泥炭藓; d: 皱蒴藓

(凭证标本为马晓英等20210813-13 (HSNU))。Bars=5 mm 

 

Figure 4 Sphagnum communities in peatland of northeast 
China 
(A) a: S. fuscum; b: Polytrichum juniperinum; c: Pleurozium 
schreberi; d: S. angustifolium; e: S. warnstorfii (Voucher 
specimen XY Ma et al. 20210815-21 (HSNU)); (B) a: S. im-
bricatum; b: S. warnstorfii; c: S. divinum; d: Aulacomnium 
palustre (Voucher specimen XY Ma et al. 20210813-13 
(HSNU)). Bars=5 mm 

 

增加对锈色泥炭藓的遮阴影响。 

Campbell等(2021)用基于生物学相关气候变量

的MaxEnt模型来模拟和阐明欧洲45种泥炭藓的分布, 

结果表明, 年度水平衡是影响泥炭藓分布的重要环境

变量, 这与利用生物气候泥炭地模型预测的北美泥炭

藓一致(Oke and Hager, 2017)。除了水的可获得性, 

季节性温度变化也是重要的气候变量之一, 它隔离了

当前泥炭藓物种的分布。未来欧洲泥炭藓的多样性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的可获得性和温度的季节性变

化, 湿度的变化可能会对泥炭藓产生最强烈的影响

(Campbell et al., 2021)。但是, 泥炭藓高效的营养繁

殖能力一方面使大部分物种快速占据大片区域; 另一 

 
 

图5  我国东北泥炭地的锈色泥炭藓与食虫植物圆叶茅膏菜 

Bar=3 mm 
 

Figure 5 Sphagnum fuscum and the carnivorous plant 
Drosera rotundifolia on the peatland of northeast China 
Bar=3 mm 

 

方面, 其孢子的有效长距离扩散能力又可导致多数种

类呈现大陆范围到洲际间断分布模式 (Sundberg, 

2013)。如果将泥炭藓的传播性也考虑在内, 对泥炭

藓物种分布范围在气候驱动下的变化研究将对预测

全球气候变化下泥炭地分布范围的变化十分重要。 

5  泥炭藓的固碳、储碳、储水和酸化特性 

5.1  固碳特性 

在泥炭地的碳固定过程中, 占典型泥炭地地表覆盖率

80%–100% 的 泥 炭 藓 起 主 要 作 用 (Gunnarsson, 

2005)。泥炭藓叶片的绿色细胞充满了叶绿体, 与其

它植物一样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 周围的透明

细胞为甲烷厌氧氧化菌提供共生场所(Raghoebar-

sing et al., 2005; Kostka et al., 2016), 而甲烷厌氧

氧化菌能有效回收泥炭地释放的温室气体甲烷。模拟

实验表明, 在重新湿润的泥炭地中, 泥炭藓不仅能减

少93%的甲烷排放, 而且向绿色细胞输送高达20%– 

30%的碳, 从而实现泥炭地有效的原位碳循环(Rag-

hoebarsing et al., 2005; van Winden et al., 2010; 

Berg et al., 2013; Kostka et al., 2016; Kox et al., 

2021)。同时, 泥炭地的酸性环境也有利于更多的二

氧化碳以可利用的形式留在环境中。泥炭藓透明细胞

的数量和长度与叶片的形态有关, 短小的叶片通常含

有少量的透明细胞, 且透明细胞分化程度低。透明细

胞分化形成的绿色细胞开放网络系统可能是周围水

环境中某些低浓度无机离子的清除系统(Bak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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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tman, 1992)。透明细胞的长度与磷和氮的浓度呈

负相关, 因此为确保泥炭藓高效固碳, 需控制泥炭地

氮和磷的污染。 

5.2  储碳特性 

尽管泥炭地的初级生产力不高, 但储存的碳相当于大

气中二氧化碳储碳总量的50%以上(IPCC, 2013)。泥

炭地的储碳功能通过净初级生产与通过消耗和分解

而产生的生态系统总呼吸之间的正平衡实现, 与泥炭

地的低消耗、低分解、潮湿和酸性环境以及泥炭藓的

特性有关。泥炭地几乎不存在动物对泥炭藓的消耗, 

而且泥炭藓凋落物的分解非常缓慢, 与大多数维管植

物相比 , 泥炭藓具有很强的抗微生物分解能力

(Clymo and Hayward, 1982; Johnson and Dam-

man, 1991; Limpens and Berendse, 2003)。泥炭藓

是苔藓植物中的长寿物种, 其茎的顶端不断向上生

长, 老的部分不断向下沉积, 在泥炭地特定环境中最

终形成泥炭(分解不良的有机物), 从而把碳封存下

来。泥炭藓不易降解的原因可能与其特有的细胞壁结

构及次生代谢产物有关。酚类化合物是泥炭藓第一大

次生代谢产物, 其中泥炭藓酸(Sphagnum acid)是泥

炭藓中最丰富的酚类化合物, 它是通过Shikimate途

径合成的木质素类酚的分解产物, 为细胞壁聚合物网

络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细胞壁上, 泥炭藓酸可以形成

三维聚合物网络, 模拟许多高等植物中木质素的纤维

素掩蔽效应, 抑制微生物生长(Rudolph and Sam-

land, 1985; Rasmussen and Rudolph, 1992)。糖醛

酸(uronic acids)是泥炭藓第二大次生代谢产物, 占泥

炭藓干重的10%–30% (Clymo and Hayward, 1982; 

Clymo, 1987)。糖醛酸羧基中的质子与Mg2+或Ca2+

等阳离子进行交换是泥炭藓离子交换能力的基础, 可

促使环境酸化并捕获养分。因此酚类和糖醛酸等有机

化合物的产生有助于抑制维管植物生长和凋落物分

解(Clymo, 1987; Rasmussen and Rudolph, 1992)。

而泥炭藓中酚类物质不易降解的原因还可能在于一

种特殊的酶栓机制, 即泥炭地的缺氧条件抑制酚氧化

酶的活性(Freeman et al., 2001)。此外, 不同的物种

和生境也具有不同的抗降解能力, 一般认为藓丘种比

丘间种更不易腐烂(Johnson and Damman, 1991)。 

5.3  储水特性 

泥炭藓具有超强的毛细作用和持水及过滤能力, 常被

誉为“超级海绵”, 对生态系统产生极大的影响(Rydin 

and Jeglum, 2013; 贺琼, 2017)。早在1909年, 研究

人员测试一些泥炭藓的吸水能力, 多数泥炭藓能吸收

自身干重20倍以上的水分, 红叶泥炭藓(S. rubellum)

吸水可达自身干重的26.8倍, 泥炭藓为23.2倍, 狭叶

泥炭藓为20.3倍(Müller, 1909; Crum, 2000)。泥炭藓

吸水能力与透明细胞的形状、大小和数量, 展枝和垂

枝的大小和数量, 以及叶间和枝间的空隙紧密相关。

不同种的吸水能力差异很大, 我国产的拟尖叶泥炭藓

(S. acutifolioides)能吸收自身干重40倍的水分(未发

表数据)。吸水能力不仅是泥炭藓产品品质的重要指

标, 也是发挥泥炭藓涵养水源作用的关键。发掘和培

育产量高且吸水能力强的泥炭藓品种是泥炭藓种植

和产业化的前提条件。 

5.4  酸化特性 

泥炭藓具有酸化环境的能力。研究表明, 由于其含有

丰富的长链糖醛酸聚合物, 泥炭藓的阳离子交换能力

较强, 能够通过阳离子交换降低环境pH值, 从而使

更多的二氧化碳以可利用的形式留在环境中, 提供光

合作用所需的游离二氧化碳。在以泥炭藓为主的地区, 

植物周围水的pH值通常低于4.5, 有时甚至低于3.0 

(Theander, 1954; Gagnon and Glime, 1992)。实验

表明, 泥炭藓在pH3–7范围内改变周围液体介质的

pH值。对于泥炭藓周围环境来说, 介质中H+增多是通

过与泥炭藓阳离子进行交换实现的, 要降低环境中的

pH值, 介质中的阳离子是必要的, 而且阳离子交换

能力通常表现为K+<Mg2+<Ca2+ (Gagnon and Glime, 

1992)。同时, 不同种泥炭藓对环境pH值的要求也不

同 , 藓丘种倾向于最低的pH值 (Haraguchi, 1996; 

Haraguchi et al., 2003)。同一物种不同部位的酸化能

力与被测试的阳离子有关 (Gagnon and Glime, 

1992)。不同生境下泥炭藓物种的酸化能力也有差异, 

水生泥炭藓(如狭叶泥炭藓)似乎阳离子的交换能力有

限, 而藓丘种(如锈色泥炭藓、尖叶泥炭藓和红叶泥炭

藓)的酸化能力更强(Glime, 2020)。 

6  泥炭藓的培养和种植及泥炭地修复 

通过泥炭藓的培养和种植可以实现用可再生的泥炭

藓替代泥炭, 从而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和修复受损的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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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地生态系统。早在1854年, 德国的霍夫迈斯特(W. 

Hofmeister)就尝试泥炭藓的孢子培养, 发现泥炭藓

孢子萌发后形成叶状原丝体, 这种叶状原丝体在形态

上与蕨类的原叶体相似(Hofmeister, 1854; Clymo 

and Duckett, 1986)。Nishida (1970)将泥炭藓出现叶

状原丝体的孢子萌发类型称为泥炭藓型(Sphagnum- 

type) (图2C)。近年来, 泥炭藓人工培养取得突破性进

展, 德国研究团队探索了5种泥炭藓(S. fimbriatum、

S. magellanicum、S. palustre、S. rubellum和S. 

subnitens)的无菌体外培养条件, 利用野生孢子建立

了无菌体外培养体系, 并重点研究了泥炭藓的培养条

件, 旨在建立生物反应器, 并利用其大规模生产用于

大气污染监测的泥炭藓材料(Beike et al., 2015)。6年

后, 他们将无菌培养的泥炭藓增加到19种, 覆盖了欧

洲泥炭藓属的5个亚属, 为泥炭藓的基础研究和应用

奠定了基础(Heck et al., 2021)。我国学者分析了粗叶

泥炭藓的再生规律, 发现其丝状原丝体和叶状原丝体

具有相互促进与相互转化的特点, 并建立了粗叶泥炭

藓稳定的原丝体再生培养体系, 实现从丝状原丝体到

叶状原丝体再到幼小植物和成熟植物体的转化和精

控培养, 为泥炭藓快速繁殖体系和转基因系统的构建

奠定了基础(Zhao et al., 2019)。目前, 华东师范大学

苔藓植物实验室已成功建立了20种泥炭藓的无菌体

外培养体系, 所培养的物种覆盖世界泥炭藓属的所有

亚属, 为泥炭藓的基础生物学研究提供了资源保证。

目前, 我们正在构建泥炭藓转基因系统, 随着国内外

泥炭藓培养体系的建立和全基因组序列的发布, 有望

推出一个全新的植物模式系统。 

泥炭藓的孢子在人工基质和培养条件下很容易

萌发成原丝体, 但研究表明在野外泥炭藓产生原丝体

并不容易(Gaudig et al., 2014)。传统方法是采挖野生

泥炭藓, 培植到具有一定水位的农田, 但这种方法需

耗费较多的野生泥炭藓, 而野生泥炭藓生长非常缓

慢, 依据种类和环境的不同, 在瑞典的野生条件下每

年平均约长3.6 cm (0.4–12.9 cm) (Högström,1997)。

一旦被过度采挖, 将导致原产地的生态被破坏和温室

气体的过度排放。 

为了有效实施泥炭地的生态修复目标, 德国学者

率先提出泥炭藓种植(Sphagnum farming)的理念 , 

拟通过人工栽培泥炭藓恢复泥炭地 (Gaudig and 

Joosten, 2002)。2007年, 德国联邦经济和技术部启

动了Sphagnum farming研究项目, 资助德国洪堡大

学和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以及相关的园艺公司, 研发

泥炭藓育苗、种植和采收的关键技术, 旨在用泥炭藓

取代园艺上广泛使用的泥炭, 促使泥炭藓成为下一代

生长介质(Blievernicht et al., 2011, 2013)。近30年来, 

德国、加拿大及荷兰等国一直在尝试泥炭地泥炭藓的

快速恢复(Gaudig et al., 2017)。对加拿大魁北克泥炭

地的研究发现, 伴生种和高于泥炭藓最低限度的持续

水分供应是泥炭藓恢复的关键(McNeil and Wad-

dington, 2003)。短期的浅层洪涝可促进恢复区泥炭

藓的发育, 但较深或广泛的洪水可能导致过度的泥炭

藓黄化或对恢复地区造成严重的物理干扰(Rochefort 

et al., 2002)。Küttim等(2020)调查了泥炭藓生长的季

节性规律, 他们测定了3个泥炭藓(小叶泥炭藓、中位

泥炭藓(广义)和锈色泥炭藓)的线性生长量和生物量, 

发现北方泥炭地3种泥炭藓的年平均线性生长量分别

为28、20和13 mm, 但生物量的增长在物种间相当均

匀(分别为189、192和215 g·m–2)。线性增长和生物

量生产主要取决于气象参数, 而非生理生态或微观特

征。季节性测量结果显示, 冬季生物量和产量一般呈

显著的线性增长, 分别占年值的10%和5%, 秋季的

日均线性增长率往往超过夏季, 但在有利的条件下, 

包括在北方的冬季, 泥炭藓具有全年生长的能力。早

期在英国的研究表明, 大气氮沉降的增加会抑制泥炭

藓的生长, 并改变某些物种的栖息地; 但随后在北美

地区的研究表明, 增加对泥炭沼泽的氮输入会导致泥

炭藓生长量的增加(Vitt and Wieder, 2008)。研究表

明, 高氮沉积区的泥炭藓生长受磷的限制(Limpens 

et al., 2004), 因此, 尽管泥炭藓能在营养贫瘠的环境

中生长, 但在高氮条件下也能够茁壮生长, 前提是同

时输入高磷和高钾的灌溉水。还有研究表明, 在种植

泥炭藓之前, 清除土壤表层土中的磷并保持较低的

pH值对其生长有利(Temmink et al., 2017)。León等

(2019)在智利进行泥炭藓迁地实验, 探讨2种肥料(硝

酸铵和磷酸氢二钠)对2种泥炭藓(中位泥炭藓和长叶

泥炭藓)生长和再生的影响, 结果表明, 施肥对泥炭

藓的生长有一定影响, 但对泥炭藓的再生作用影响有

限。我国学者在湖北七姊妹山自然保护区泥炭地开展

了氮、磷和基质对泥炭藓生长的影响, 发现当地酸性

黄棕壤最适合泥炭藓生长, 随着氮和磷的增加, 泥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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藓头状体中氮和磷的含量也平行增加, 表明这些养分

被按比例吸收并在泥炭藓生长过程中被利用(Li et al., 

2018)。在相同的样地, 他们分析了凹面、凸面、凹

凸面和平面4种不同微地形对泥炭藓生长的影响, 结

果表明, 在凹凸面生长最差, 其它3种微地形几乎无

差异, 微地形重塑对于泥炭藓物种居群的成功并不重

要, 建议将地下水位保持在–10 cm以内, 且表面没

有洪水(Li et al., 2019b)。 

在泥炭藓原产地, 由于可以快速再生和频繁收

获, 故切断泥炭藓的头部、留下残茎再生是最佳收获

方法(Krebs et al., 2018)。在欧洲和北美的多个受损

泥炭地中, 多年的实验表明, 泥炭藓碎片的重新引入

是一种用于恢复泥炭地和收获泥炭藓的有效方法

(Tuittlia et al., 2004)。在麦氏草(Molinia)占主导的英

国泥炭地, Pilkington等(2021)使用英国微繁殖服务商

提供的泥炭藓繁殖苗开展泥炭藓种植实验, 结果发现

种植后泥炭藓覆盖率在初始阶段快速增加, 比天然泥

炭藓群落更占优势。Wichmann等(2020)在德国开展

了用泥炭藓恢复泥炭地的研究, 统计种植20年泥炭

藓的成本和收入, 他们发现在目前市场价格下, 栽培

泥炭藓生物量虽然无法与泥炭相比, 但用于兰花培养

在经济上是可行的。Günther等(2017)研究了泥炭藓

种植过程中温室气体的平衡, 发现在沼泽地种植泥炭

藓可以减少农田温室气体的排放, 因此建议泥炭藓农

田的设计应尽量减少灌溉沟渠的区域。 

泥炭藓是欧洲和亚洲目前比较合适的栽培物种, 

它不仅适应性很强, 而且可以在不降低产量的情况下

每年收割1次(晋建勇和孟宪民, 2006; Gaudig et al., 

2014; Krebs et al., 2018; 杨盼盼等, 2019; 韩锦华

等, 2022)。经过几十年的摸索, 我国已在选地、栽培

和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泥炭藓野外种植技术(陈治民

和潘银山, 2017)。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 贵州

已达到年产数千吨的规模, 种植泥炭藓已成为当地脱

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但是, 目前种植泥炭

藓最有成效的繁殖体还是5–10 cm的泥炭藓配子体或

1–2 cm的泥炭藓配子体头状体(Hoshi et al., 2012; 

Gaudig et al., 2014; Hoshi, 2017; Li et al., 2019a)。

由于成本高及消耗资源多, 当前泥炭藓种植最大的瓶

颈在于繁殖苗的来源、寿命和成本。实验结果表明, 将

泥炭藓头状体切割后, 随着植株变老, 芽的再生能力

降低 , 且腋芽的分化与水和光照等因素密切相关

(Clymo and Duckett, 1986; Díaz and Silva, 2012)。

同时, 由于泥炭藓繁殖苗研发周期长、成本高, 涉及

的技术层面比较广, 我国泥炭藓繁殖苗的研发仍处于

起步阶段, 需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 

泥炭藓的自然生产力因物种而异, 生物量变化较

大。在新西兰超海洋气候条件下生长的多束泥炭藓

( 新拟名 ) (S. cristatum) 生物量为 840 g·m–2·a–1 

(Stokes et al., 1999; Gunnarsson, 2005), 而在德国

潮湿的罗昂山脉生长的红叶泥炭藓生物量可达960 

g·m–2·a–1 (Gaudig et al., 2017)。由于基因型、性别、

倍性以及营养和环境条件均与生产力有关, 筛选和培

育高产且高品质的物种及品种无疑是泥炭藓产业亟

须突破的关键。随着工厂化农业的飞速发展以及修复

泥炭地的需要, 对高品质泥炭藓的巨大需求势必会推

动泥炭藓种植的生态化和现代化。 

7  泥炭藓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

响应和指示 

泥炭藓储存了大量防止干燥的毛细管水, 对干旱敏

感, 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指示器(Whinam and Copson, 

2006), 其对干旱的生长反应与气候变暖对水文的影

响有关。随着气候持续变暖, 泥炭藓群落的迅速衰退

是必然且不可逆转的, 这将影响泥炭地的生态结构和

功能 , 并对全球碳循环和气候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Norby et al., 2019)。气候变化将通过改变温度和降

水的模式, 包括其变异性和季节性, 影响植物的光合

作用。温度和降水对泥炭地都很重要, 这些生态系统

的碳汇潜力取决于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碳和微生

物分解之间的平衡。气候变暖对北方泥炭地泥炭藓光

合作用影响的研究表明, 暖化诱导的光合作用对北方

泥炭地有短暂收益, 但过度暖化和干旱会使泥炭地生

态系统变得脆弱(Jassey and Signarbieux, 2019)。在

凉爽的气候和较短的生长季节条件下, 泥炭地生物量

的生产主要依赖于泥炭藓的缓慢生长, 而温度和水分

的有效性是影响泥炭藓产量的重要因素。温度和水分

的有效性以及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其它因素可能对泥

炭地生态系统的平衡产生显著影响(Hájek, 2014; He 

et al., 2016)。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 泥炭藓生长量的

增加可能会改变生产和分解的平衡, 有利于泥炭的固

存(Loisel et al., 2012)。然而, 温度升高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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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干旱)可能对泥炭地苔藓植物构成威胁。20世纪80

年代, 澳大利亚麦夸里岛的泥炭地似乎一直在扩大; 

90年代以后, 气候条件导致干旱期破坏该岛上较小

和/或较浅的泥炭地, 并且该岛泥炭地的空间分布和

大小有可能随着亚南极气候变化而继续下降(Whinam 

et al., 2003; Whinam and Copson, 2006)。随着CO2

浓度的升高, 泥炭藓的高度和干重会增加, 但响应幅

度因物种而异。与疣泥炭藓(S. papillosum)和尖叶泥

炭藓相比, CO2浓度升高对假泥炭藓的生物量影响最

大(Newman et al., 2018)。Bengtsson等(2021)测定

了99个北方泥炭地锈色泥炭藓(广义)和中位泥炭藓

(广义)的长度增长和净初级生产量(net primary pro-

duction), 结果发现在较干旱条件下生长的、个体更

小且更密集的锈色泥炭藓(藓丘种)对气候变化的反应

比在潮湿条件下生长的、个体更大且更松散的中位泥

炭藓(丘间种)要弱。随着生长地内维管植物覆盖率的

增加, 2种泥炭藓长度增长随之减少。在不同的泥炭

地, 降水增加和温度升高使中位泥炭藓的长度增加, 

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 只要不减少降水, 中位泥炭藓

长度就会增加, 而锈色泥炭藓更能抵抗降水减少, 对

增加的降水和升温不敏感。这种特定物种对气候的敏

感性可能影响变化环境中的竞争结果, 并可能影响泥

炭地未来的碳汇功能。为了解早春光合作用的重要性, 

以及生长季的长度对碳平衡的作用, 芬兰学者通过测

量瞬时生态系统净交换(net ecosystem exchange)和

生态系统呼吸(ecosystem respiration), 并采用密闭

室技术分析了芬兰中部泥炭藓在2种生境(小丘和洼

地)中的二氧化碳交换情况, 结果表明, 季节性小丘

生境瞬时碳净封存量略高。由此推断全球气候变暖缩

短了冰雪覆盖期 , 对小丘形成的泥炭藓生长有利

(Silvan and Jokinen, 2016)。 

多数泥炭藓物种虽然具有广阔的地理分布范围, 

但对栖息地的耐受性偏弱, 因此可作为群落变化和环

境变化响应的关键指标。同时, 由于泥炭藓超强的吸

附能力 ,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被制成藓袋

(mossbag)用于大气污染治理, 特别是对重金属和二

氧化硫的污染监测。无论是野生还是体外培养的泥炭

藓, 都是非常有效的重金属吸收材料(Bang et al., 

2006; Gonzalez et al., 2016)。为了减少对野生泥炭

藓的破坏, 欧盟于2012年启动泥炭藓克隆计划, 资助

德国等5个国家(包括企业)合作利用无菌培养获得背

景一致的泥炭藓并用于大气污染监测。通过比较克隆

泥炭藓和野生泥炭藓对污染物(铜和锌)的吸收能力, 

发现克隆泥炭藓比野生泥炭藓重金属含量更低, 更适

合用于指示重金属污染。鉴于克隆泥炭藓是环境友好

的替代品, 因此更适用于大气监测(Gonzalez et al., 

2016)。Capozzi等(2017)比较了克隆泥炭藓和野生大

绢藓(Pseudoscleropodium purum)对城市工业、农业

和背景区域大气重金属的积累能力, 发现克隆泥炭藓

对重金属吸收能力和敏感性更强, 作为生物蓄积器

(bioaccumulator)表现出更好的性能, 可提供更高的

蓄积信号, 对不同污染程度的地区进行精细监测。由

于监测持久性大气污染物标准化藓袋有严格规定, 同

时克隆泥炭藓是一种具有恒定元素组成非常低以及

同质形态特征的生物材料, Beike等(2015)强烈建议

使用克隆泥炭藓作为藓袋。 

8  泥炭藓的应用 

泥炭藓的植物体或提取液具有独特的防腐性能、吸附

能力、阳离子交换能力、抗氧化功能以及抗菌性能, 已

在农业、园艺、环境监测、污水处理及医药卫生等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麻俊虎等, 2017; Glime, 2020)。泥

炭藓作为土壤调节剂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它通过增加

毛细力和阳离子交换能力来增强土壤的保水、保肥和

降低pH值能力, 并满足植物根系所需的持水量和通

气量, 非常适合用于处理沙质化土壤, 对需要稳定含

水量才能生长的植物极为关键。此外, 泥炭藓具有很

高的有机质和矿物质含量、有效的保水能力以及抗菌

活性, 一直以来都是林木苗圃生产的主要基质, 有助

于提高幼苗的质量和活力, 是兰花、食虫植物、垂直

绿化、微景观和爬行动物等行业不可或缺的材料。几

个世纪以来, 泥炭藓还一直被用作伤口敷料, 利用泥

炭藓制作的绷带其吸收能力是普通棉绷带的3–4倍, 

吸收速度是棉绷带的3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6

个月, 仅英国军队每个月就使用超过450 t干的泥炭

藓(Porter, 1917; Nichols, 1920; Glime, 2020)。由此

可见, 在其种植技术取得突破后, 泥炭藓有望在现代

医药卫生领域获得新的应用。 

尽管苔藓植物含有相对较少的酚类物质, 但泥炭

藓的酚类物质(sphagnol)含量特别高(Maksimova et 

al., 2013)。Painter (1983)首次在泥炭藓叶片细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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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到一种特殊的多糖, 占泥炭藓透明细胞壁中全纤

维素的60%, 被命名为sphagnan, 它在结构上与高

等植物的复合果胶相关 , 但不同于其它植物糖

(Taskila et al., 2016; Glime, 2020)。研究表明

sphagnan具有强烈的抗菌活性, 是一种很好的防腐

剂, 被推荐用于艺术品保存。在泥炭地中发现的千年

古尸(泥炭鞣尸)托伦德人(Tollund Man)历经千年不

腐即归功于sphagnan (Painter, 1991)。 

除100多年前的泥炭藓肥皂(sphagnol soap)等

卫生用品外(Hotson, 1918; Stevenson, 2012), 近几

年在欧洲出现了以泥炭藓为核心原料的化妆品, KÄBÏ

牌泥炭藓面膜是其中之一。据报道, 泥炭藓的生物活

性成分能促进皮肤细胞更新, 改善血液循环, 为肌肤

提供营养(https://kabiorganics.com/)。 

9  泥炭藓和泥炭地的保护 

泥炭地和泥炭藓最重要的生态功能是形成泥炭, 并将

碳封存在土壤中。泥炭是维管和非维管植物(主要是

泥炭藓)积累和压缩的残余物, 形成1.5 m厚的沉积物

可能需要约6 000年(Hallingbäck and Hodgetts, 

2000)。人类活动(排水、施肥和种植)、泥炭开采和泥

炭藓采挖、氮污染以及气候变暖均可能导致泥炭地碳

汇功能的减弱甚至丧失(Limpens et al., 2012; Joos-

ten, 2015; Crump, 2017)。模拟实验表明, 在短短3

年内, 所有暴露在比周围环境温度高2.25–9°C的泥

炭地都从碳汇变成了碳源。同时, 气候变暖导致地下

水位下降及泥炭曝气, 进而刺激微生物活动, 加快其

分解速度并释放不稳定的营养物质, 有助于维管植物

的生长和扩张。同样, 氮沉积的增加有望缓解维管植

物生长的营养限制(Gunnarsson et al., 2004; Oke 

and Hager, 2020)。而泥炭地中维管植物的过分生长

和扩张会限制泥炭藓的生存和产量。在全球气候持续

变化及人类活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 泥炭藓作为泥炭

地“有效的生态系统工程师”, 保持它在泥炭地的产

量和活力是维持泥炭地生态功能的关键。除全球气候

变暖和氮污染以外, 泥炭藓也受到泥炭地的排水、燃

烧、放牧、践踏、大规模的泥炭和泥炭藓开采等因素

的影响(Whinam et al., 2003; Crump, 2017)。随着泥

炭地的重要性被广泛认识, 决定泥炭地命运的优势物

种泥炭藓备受关注。1994年, 为了保护泥炭藓, 世界

苔藓学会将稀有和独特的新喀里多尼亚泥炭藓(新拟

名) (S. novocaledoniae)和塔斯马尼亚泥炭藓(新拟

名) (S. leucobryoides)列入首批世界苔藓植物红色名

录。基于分子系统学研究, 这2个种目前分别隶属于

绢炭藓科绢炭藓属和珠炭藓科珠炭藓属(Shaw et al., 

2016a)。目前有6种泥炭藓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列入全球苔藓植物红色名录, 包括巴西泥炭

藓(新拟名, 巴西特有种) (S. brasiliense)、塔斯马尼

亚泥炭藓(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特有种)、亚速尔泥炭

藓(新拟名, 葡萄牙亚速尔群岛特有种) (S. nitidu-

lum)、新喀里多尼亚泥炭藓(新喀里多尼亚特有种)、

斯凯泥炭藓(新拟名, 英国特有种) (S. skyense)及挪

威泥炭藓(新拟名, 挪威特有种) (S. troendelagicum) 

(https://www.iucn.org/)。在亚洲, 有6种泥炭藓被列入

保护植物名录(Hallingbck, 2009)。在这6个物种中, 

吕宋泥炭藓(S. luzonense)和卵叶泥炭藓(S. ovatum)

主要分布在泥炭地, 其余4种则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

的云雾林或林缘洼地(表1)。2008年, 日本将东亚泥炭

地优势物种泥炭藓和暖地泥炭藓列入保护名录

(Iwatsuki et al., 2008)。2021年, 我国首次将5种苔藓

列入重要野生植物保护名录(鲁兆莉等, 2021), 其中 

 

表1  亚洲濒危泥炭藓及其生境 

Table 1  Endangered peat mosses and their habitats in Asia 

中文名(植物学名) 分布 生境 

印尼泥炭藓(新拟名) (Sphagnum antarense) 新几内亚和苏拉威西 海拔3000 m以上的云雾林 

斯里兰卡泥炭藓(新拟名) (S. ceylonicum) 斯里兰卡 云雾林 

吕宋泥炭藓(S. luzonense) 中国、泰国、菲律宾和越南 高海拔或中海拔的酸性贫营养到中营养沼泽

尼泊尔泥炭藓(新拟名) (S. nepalense) 尼泊尔 不详 

新几内亚泥炭藓(新拟名) (S. novoguineense) 布干维尔、印度尼西亚和新几

内亚 
高海拔云雾林林缘或洼地 

卵叶泥炭藓(S. ovatum) 中国、印度、尼泊尔和泰国 高海拔酸性贫营养到中营养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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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国东北和西南泥炭地的优势物种粗叶泥炭藓

以及我国特有物种多纹泥炭藓。遗憾的是, 除了卵叶

泥炭藓有较完善的DNA数据, 其它几个保护物种还

未进行现代分类修订。考虑到泥炭藓植物的分类鉴定

主要依靠细胞特征, 在野外很难识别并定种, 为了保

护泥炭地的自然生境, 将我国所有泥炭藓都列入野生

植物保护名录是现阶段较为合理的解决办法。同时, 

鉴于泥炭藓对环境非常敏感, 除了落实就地保护外, 

泥炭藓的迁地保护也很有必要, 建议在我国建立泥炭

藓种质资源库, 以加强泥炭藓遗传资源的优先保护。 

10  展望 

使用人工基质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泥炭藓及

其产品一直是品质最好且应用范围最广的基质, 未来

工厂化农业和园艺产业以及生态修复的巨大需求将

使泥炭藓产品的供需矛盾加剧。但与传统经济作物相

比, 泥炭藓的基础生物学研究仍相当落后。在我国, 

泥炭地和泥炭藓的研究力量十分薄弱。为了充分发掘

泥炭藓资源, 进一步发挥其生态功能、经济和科学价

值, 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力量, 并关注和推动相关

研究工作。 

10.1  泥炭藓资源、生态和环境数据综合调查及利用 

科技部、林草局和环保部等部门已启动针对我国泥炭

地和湿地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重大计划或项目, 但由于

各种原因, 苔藓植物(包括泥炭藓)研究被严重忽视。

泥炭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 且我国有各种各

样的类型(卜兆君等, 2005)。泥炭藓作为泥炭地的“生

态系统工程师”, 获取其物种多样性、分布以及生态

和环境数据是泥炭地保护与修复不可或缺的环节, 事

关泥炭地的碳汇功能和生态安全。但目前我国泥炭地

的泥炭藓物种多样性、分布以及生态和环境数据严重

缺乏, 需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建议将泥炭藓和其它

苔藓植物纳入湿地调查内容和评价指标。 

10.2  泥炭藓优质藓种的筛选培育以及快速繁殖 

人工种植泥炭藓并研发独特的产品是泥炭藓产业的

核心, 而满足不同用途的优质藓种需在充分了解泥炭

藓资源和分布的前提下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除了优

质种源, 缺乏基于生态理念的泥炭藓快速繁殖技术是

目前发展泥炭藓种植的瓶颈, 研发广受我国市场欢迎

的泥炭藓繁殖苗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需有关方面给予

重视和支持。 

10.3  泥炭藓转基因系统和模式系统的构建 

泥炭藓在凉爽或寒冷的地区呈现多样化, 并不断扩大

其分布范围到热带地区, 这一推论使泥炭藓属有望成

为研究与气候变暖相关的形态、生理和基因组特征极

好的模式植物(Shaw et al., 2019)。转基因系统是现

代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基础, 基于泥炭藓转基因系统的

多学科交叉研究有望解析泥炭藓关键基因以及功能

性状, 提高泥炭地的碳汇功能, 为泥炭藓产业发展和

泥炭地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支撑。目前, 建立泥炭藓模

式系统的呼声很高(Shaw et al., 2016a; Weston et 

al., 2018), 部分国家已开展大规模的泥炭藓全基因

组测序(Fernandez-Pozo et al., 2022), 建议我国增

加研究经费投入, 加快相关研究。 

10.4  泥炭藓种质资源保护 

苔藓植物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物种多样

性在高等植物中仅次于被子植物。作为自然界的先锋

物种, 苔藓植物在生态环境改善、活性成分挖掘和药

物开发以及独特的基因资源储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在泥炭藓人工种植技术尚未取得突破之前, 

除对其加强就地保护以外, 应尽早建立苔藓植物种质

资源收集和保藏中心, 加强对泥炭藓种质资源的异地

保护和资源共享, 同时开展全球野生泥炭藓资源和保

护状况调查, 探讨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CITES)附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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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t Mosses (Sphagnum): Ecologically, Economically, and  
Scientifically Important Group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Plants 

Ruiliang Zhu*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Global warming is the most sever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hat mankind is facing now. In addition to effec-

tively controlling carbon emissions, making the ecosystem work at full capacity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arbon neutralization. As one of the wetland types with the high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capacity, peatland is the key terrestrial ecosystem to accelerate the achievement of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As the ‘ef-

fective ecosystem engineer’ on peatlands, peat moss (Sphagnum)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peatlands, such as 

carbon sink, freshwater filtering, and land protection from flooding.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peat mosses, as the most 

economically valuable group of bryophyt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s of medicine and health care, pollution 

monitoring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especially in the horticultural industry as one of the most reliable soil media and 

moisturizing material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warming and the ‘two-carbon’ goal, peat moss is a research hotspot in life 

sciences and ecology.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morphology, species diversity and origin, habitat and distribution, 

reproduction and protection, cultivation and planting, environmental indication and monitoring, usage and applications, 

capabilities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water storage and acidification.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eat moss research, 

peatland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as well as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peat m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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